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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从研究主体上来说， 正在由个人式的作者表达走向学派

性的共同体建设。 学派性共同体建设在产生学术代表、 凝聚学术团体和学术共识、 学术自我身份

标识、 学术代际传承、 知识生产和范式建构等方面具有超越个人式作者的显著效应， 由此， 中国

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须找回学派的力量。 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正逐渐形成以中国人民大学历

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为基地的历史政治学派。 历史政治学派在概念体系建构、 理论范式形塑、 学术

代际传承以及知识体系建构等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学术劲力和学术势能， 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学自

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力量和重要标识之一。 未来历史政治学派应当在历史政治学的 “野蛮生

长” 后， 更加注重核心理论范式的提炼和知识体系的有效整合， 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

构提供长久性的学派性力量。 这也启发国内政治学界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应当凝聚

起具有共同志业之学者群体的智慧、 胆识、 天赋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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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学界的基本共识， 这种基本共识从深处来说缘于

政治学界内部的普遍理论忧虑和身份认同危机。 这种忧虑表明国内政治学界已经意识到自身的理论研

究与理论建构已然跟不上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 最能或者说最应当提供国家改革蓝图的政治学俨然成

了无用之学， 甚至总是与国家发展改革充满结构性张力， 这使得国内政治学界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与身份认同危机之中。 不过幸运的是， 这种内在的理论忧虑与认同危机也间接催生了国内政治学界当

下对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热潮，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无疑是中国政治学界建构理

论自信与身份认同的契机。 但就当下而言， 这种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趋势在热潮和成就之下也

存在相应问题： 一方面是把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当成一种口号式的宣传， 拿不出具体的方法

路径和理论范式， 另一方面则是陷入个人式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表达之中。 个人式的学术研究进路尽管

不乏亮点， 也不乏启示性研究， 但是就整体而言， 个人式的学术研究难以实现政治学理论范式转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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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体系建构， 更无法形成具有坚实基础的学科性议程设置能力。 这就需要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建构开启从个人式的学术研究走向学派研究的理路转换， 建立以学派研究为基础的学术新势力。
学派建设与学派研究在国家自主性知识体系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现代学术史上， 影响力最

大的学派之一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ｓｃｈｏｏｌ）。 年鉴学派创建于 １９２９ 年， 以法国青年学者吕西

安·费弗尔 （Ｌｕｃｉｅｎ Ｆｅｂｖｒｅ） 和马克·布洛赫 （Ｍａｒｃ Ｂｌｏｃｈ） 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创办 《经济与社会史

年鉴》 为标志， 由此开始了法国的 “新史学” 运动。 １９５６ 年， 在第二代学派代表布罗代尔

（Ｂｒａｕｄｅｌ） 手上， 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力走向巅峰， 而且这一学派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当下。 年鉴学

派的成立在法国科学史建制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①

学派建设在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同样重要。 以美国为例， 美国政治学最早秉持的是欧洲古

典政治学研究路径， 主要聚焦于国家理论、 历史制度、 宪政学说等主题。 可以说， 美国早期政治学研

究路径和研究内容也是欧洲古典政治学研究路径和研究内容的延伸与拓展， 真正使美国政治学研究获

得身份独立和身份认同的标志就是查尔斯·梅里亚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Ｍｅｒｒｉａｍ） 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为基

础创建的芝加哥学派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ｓｃｈｏｏｌ）。 梅里亚姆指出， 美国政治学发展应当区别于欧洲政治学研

究， 尤其是应当注重吸收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原理， 使政治学研究走向 “政治科学”， 这就开启了

美国政治学身份的重要标识———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 尽管当下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已经落

幕， 并且就内容而言， 行为主义政治学所发挥的学术想象力更多只是一种精致的设计与计算， 谈不上

什么对政治思想的深邃洞察， 也没有提出多少有学术价值的议程与命题， 走向了一种 “精致的平

庸”②， 但仅就学科建制性意义而言， 芝加哥学派的建构是美国政治学开启自我身份认知和自我知识

主体建构的关键， 是美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勇敢尝试。 正如美国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阿尔

蒙德 （Ｇａｂｒｉｅｌ Ａｌｍｏｎｄ） 所言： “芝加哥学派普遍被认为是现代政治科学的奠基者”③。 这之后芝加哥

学派的成员构成了美国政治学科研究的中坚力量， 其中为国内学者所熟知的主要包括哈罗德·拉斯韦

尔 （Ｈａｒｏｌｄ Ｌａｓｓｗｅｌｌ）、 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 赫伯特·西蒙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ｉｍｏｎ） 和伦纳德·怀特

（Ｌｅｏｎａｒｄ Ｗｈｉｔｅ） 等人。 当下有西方学者指出： “这些芝加哥学派的毕业生是行为主义革命的先锋，
从根本上重塑了政治学， 他们共同创造了政治科学， 并且成为 ２０ 世纪 ５０—６０ 年代美国政治学科的研

究主流。”④ 芝加哥学派的研究表现出了很强的学术劲力与学术势能， 也成了美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

系建构的开始与标识。 正如其创始人梅里亚姆指出的那样： “科学是一项伟大的合作事业， 需要许多

有识之士共同完成。 个人自发的、 不受约束的活动必须始终有广阔的空间， 但探险的成功取决于某种

总体的组织计划。”⑤

有鉴于此，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要借助于 “学派” 的力量。 学派建设与学派发

展相较于个人单打独斗式的学术创造与学术努力， 更容易形成学术主体性身份认知， 更容易彰显自身

学术与知识价值， 也更容易构建体系化的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 中国政治体建构与政治学研究本身就

是体量极为庞杂的存在， 没有一个学派性力量支撑， 更多只有个人式的灵感迸发， 而无系统性理论范

式和知识结构的建构与呈现， 这不利于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既是 “体系” 建构， 就一定

需要系统性的理论范式和知识结构， 否则， “体系” 建构只会走向碎片化与分散化。 自中国政治学恢

复学科建制以来， 长期的学术积淀也迎来了中国政治学研究力量从个人到学派的 “质” 的突破， 其

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田野政治学派和历史政治学派。 田野政治学派以张厚安、 徐勇等人为代表，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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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独具特色的标识性概念建构， 诸如 “关系叠加”①、 “祖赋人权”② 和 “东方自由主义”③ 等， 成为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学派性力量之一。
与田野政治学派相应的就是历史政治学派。 历史政治学派指的是以历史政治学研究为核心， 以中

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为基地， 以杨光斌、 姚中秋、 王续添和任锋等人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

学派。 历史政治学派以学派姿态构建了系统性的理论范式和知识架构， 展现出较强的学术劲力与学术

势能， 并且呈现出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与发展引发了学界的积极反响， 重要原因

之一就是历史政治学本身是以 “学派之姿” 出现在中国政治学研究舞台上的， 是中国政治学有共同

志业的研究群体的 “集体行动”。 那么， 如何从历史政治学派建设与发展的视角认知中国政治学自主

知识体系建构？ 其未来进路又应当注意什么？ 这是本文研究的背景与问题。

一、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与历史政治学派的诞生

历史政治学派是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背景下诞生的。 可以说历史政治学派是中国政

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探索的结晶， 学派的诞生又推动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传统中国是有相

当的文化自信的， 针对外部世界的 “修文德以来之” 的文化与政治心态就是这种自信的表现。 当然，
这种自信也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奠基于传统中国与周边国家甚至是与世界的比较优势。 只是在近代随

着 “欧风美雨” 的到来， 随着西方文明的强势崛起， 这种自信也就轰然倒塌， 谋求中国的 “西化”
成为当时相当一部分中国学者有意无意之中遵循的价值逻辑和行为选择。 但我们也不能否认的是， 在

这种 “西化” 思潮中， 仍有部分学者呼吁珍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政治精髓，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钱

穆和晚年的梁启超。 这两位学者的倡议在当时的背景下可谓 “不识时务” 的体现。 但历史的吊诡之

处在于， 当中国的发展慢慢步入正轨， 当中国愈发用一种平和、 平等、 平静的心态看待中国与西方的

异同之时， 两人的思想倾向与理论主张再次回到当下中国政治学研究者的视野， 并且给当下历史政治

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富思想启发性的命题。 也正因为如此， 任锋教授将钱穆作为历史政治学的现代先行

者。④ 可见， 漫漫历史长河才是验证思想与理论生命力的最好实验室。
改革开放后， 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 国内政治学等学科也在邓小平的指导下得以恢

复重建。 但现实发展与理论研究之间总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剥离， 与中国现实稳步发展不同的是， 部

分中国政治学者依旧醉心于西方理论和范式体系之内， 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终结的不是历史， 而

是这些学者的国家自信， 终结的是他们对自我身份认同的追溯和自主理论体系建构的志向。 在这些学

者群体眼里， 中国政治进程的目的不仅仅在于 “改革”， 更在于在西方民主转型学逻辑下实现 “转
型”。 这里面丧失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术自信， 更是他们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 但即便是在如此的

氛围下， 也总是有学者凭借自身的呼吁与努力来坚持中国政治自信， 坚守中国道路， 并且开启了中国

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尝试。 从学术研究来看， 这里面主要包括政治学研究的 “本土化”
和 “中国模式” （“中国学派”） 两种声音。

政治学 “本土化” 这一命题可追溯到王绍光 ２０００ 年写的一篇题为 《“接轨” 还是 “拿来”： 政

治学本土化的思考》 的会议论文。⑤ 王绍光有感于当时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现实严重不符， 于是提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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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治学研究 “本土化” 的命题。 十年之后， 王绍光又详细划分了中国政治学研究要经历的四个阶

段， 分别为取经、 效仿、 自觉和本土化， 并指出要在学术自信的基础上做到 “批判的吸收， 创造性

的思考， 平等的交流”。① 所谓本土化指的就是 “在理论上和理念上摆脱历史的目的论的普世主义，
以本土社会的概念、 行为、 规制和价值系统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参照系和论域的边界”②。 王绍光

本人的 “代表性民主” 与 “代议型民主”③ 的理论划分就是这种政治学理论本土化的重要呈现。 与

政治学 “本土化” 异曲同工的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理论界的 “中国模式” 的提出， 要建立政治学的

“中国模式” 或中国学派。 潘维指出， “政治学的中国学派指的是从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找到原因，
解释中国的和世界的政治结果”④。 需要指出的是， 中国模式不仅在中国国内学界流行， 在国外也引

起了广泛讨论。
无论是政治学 “本土化” 研究还是政治学 “中国模式” 研究， 都代表着一种方向性建构， 这是

其特征， 但也是其缺点， 那就是陷入了一种 “口号式” 的争论， 缺少相应的成体系的理论范式和知

识体系建构。 正如景跃进教授指出， “如果说， 自由主义者面临的挑战是理论预期与现实经验之间的

反差， 那么与之对称的中国模式派则面临理论建构的挑战”， 即 “缺乏适当的概念术语， 缺乏足够的

话语权”。⑤ 这种概念术语和话语权的欠缺使得无论是本土化研究还是中国模式研究都 “后劲不足”。
就目前而言， 似乎更多只是留下了 “本土化” 还有 “中国模式” 这一方向性建构的概念表述， 以及

概念表述背后中国学者欲求中国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决心。 两者无法有效建构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

识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两者未形成一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 更多是学者个人式的单打独斗。
尽管其不乏理论亮点和研究启发， 但是在西方体系化的理论范式和知识结构面前， 就显现出学术能量

不足的问题。 如杨光斌教授所说， 中国政治学缺少自身的学科性研究议程， 议程设置能力差。⑥ 整体

而言， 这一阶段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特点是： 对西方政治学理论之于中国的适用性开始质

疑， 但缺少自身系统理论的建构； 开始倡导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但是缺少相应的学科性设

置和学科性议程； 有学者个人式的成果展现， 但缺少以研究者群体为基础的学派性力量支撑。 历史政

治学及历史政治学派的诞生正是在这些理论意识与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全新呈现。
历史政治学派是以历史政治学的产生和发展为基础的。 国内学者之所以提出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路

径， 用杨光斌教授的话说就是： “旧的学术范式和实践深度脱节。 旧的理论不仅无法解释政治实践，
还有可能成为诱发现实危机的根源。”⑦ 姚中秋教授也指出， “在既有政治学范式失灵之时， 转向历史

是普遍的选择， 因而， 历史政治学的展开， 不仅有益于中国政治学的发展， 甚至可能推动世界政治学

之范式转换”⑧。 由此可见， 历史政治学不仅仅是一个工具、 一种方法或者一套理论， 更是一种学科

性研究议程的设置， 是在学科性基础架构上搭建起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基础逻辑， 具有原理论属性建构

意义。 历史政治学虽然借用了西方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诸多理论资源， 但其整体上是一种独

立系统的理论范式体系和研究议程设置。 在此理论范式体系和研究议程设置中， 其需要借用西方理论

成果， 但不会简单 “套用” 西方理论范式体系和知识架构成果。 也正是在历史政治学建立与发展的

基础上， 历史政治学派才得以正式建立， 两者可以说是同步的。
历史政治学派产生与存在的标志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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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学术代表群体的存在。 学术代表是一个学派存在的标志， 无学术代表则无学派存在， 历史政

治学当下形成了以杨光斌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学术代表。 学术代表对于学派的成立至关重要， 其不仅

提出和建立了学派， 还确定了学派研究的主题、 方法、 范式、 议程和思想， 甚至是确立了学派的研究

风格等。 历史政治学第一代学术代表群体奠定了历史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主题范畴和研究方法

等。 难能可贵的是， 历史政治学派已经呈现出代际传承的特性， 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以黄晨、 释启鹏

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历史政治学研究者。 与此同时， 历史政治学的研究也已经逐渐扩大到其他政治学

研究者之间， 甚至是逐渐蔓延到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正如杨光斌教授所指出的， “以历史政治学

为中心的国内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①。 目前来看， 这一学术共同体还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２． 学派理论范式的基本形成。 理论范式是学派存在的根本性价值所在， 可以说理论范式就是学

派存在的灵魂。 早在民国时期， 中国就诞生了以钱端生、 萧公权、 张奚若等为代表的第一代政治学学

者群体， 但是其更多只是注重对西方政治知识体系的译介和搬运工作， 并 “没有提炼出中国化的分

析概念或理论学说”， 因此， 这一群体仅仅构成一种 “弱意义学术共同体”，② 并没有成为学派性研究

群体。 而历史政治学派在对西方政治理论范式学习、 借鉴和反思的基础上， 建构了中国政治学研究的

系统性概念， 并且在概念体系基础上基本建立了相应的理论范式。 如杨光斌教授的 “政党中心主义”，
这一具有本体论属性的分析概念不仅实现了对中国现实政治的深刻剖析， 更是在比较意义上透析了西

方政治社会的本质属性。 如任锋教授的 “治体论”， 不仅仅是经验意义上的归纳总结， 更是在理想类

型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 “政体论” 的范式超越。 而且， “政党中心主义” 与 “治体论” 不仅仅具有分

析性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功能， 实现了中国政治学研究 “资政” 功能的回归。
这种政治实践性也突出表现在姚中秋教授以领导权为基础的 “领导性治理者” 和 “干部制” 的概念

提出， 这些概念纠正了西方 “泛制度主义” 研究的缺陷， 填补了西方对于领导者 （政治家） 能力与

责任研究的空白。 王续添教授的 “中心主义国家” 概念， 从理论构建和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了中国

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 同时也在此概念基础上论证了当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③

这些理论范式不仅仅是 “中国性” 的， 对于世界政治学研究而言同样具有一般性分析价值。 尽管这

些理论分析范式的学术效力如何尚需时间检验， 但是其提出本身就表明历史政治学派探寻建构中国政

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努力。
３． 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 学科知识结构与知识体系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常常忽略的地方。 中国

政治学研究往往只有方法、 思想和理论， 而无系统性学科知识体系建构， 这无疑弱化了思想与理论的

学术效力。 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展开， 不仅构建了认知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的

重要知识路径， 更是在此基础上意欲建构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体系， 其主要表现就是杨光斌 “世界政

治学” 概念的提出。 世界政治学知识体系的建立实现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超越， 并且以历

史经验视角解释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性质的本质， 在此基础上也与中国近代遭遇的西方侵略事实做了

历史与理论的呼应。 世界政治学是一种全新的世界政治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其不仅具有国家间关系

的分析意义， 也具有国内政治的分析价值。
４． 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力。 学派的产生及其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建构必然要产生相应的学术影

响力， 如果学派的影响只是囿于自己的圈子， 那就谈不上什么学派问题。 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与发展到

现在已经产生了相应的学术影响。 历史政治学作为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展开已经逐渐渗透到了

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各个层面， 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古代国家形态研究、 国家理论研究、 政党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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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张舒： 《历史政治学与中国自主的政治学知识体系建构》， 《政治学评论》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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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理论研究、 民主政治研究等， 并且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对于西方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全面审视和深刻

透析。 关于历史政治学的学术会议和高质量研究论文当下也频繁出现。 可以说， 在中国政治学发展历

史上， 还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或者学科性议程在提出之后就受到如此多学界同仁的关注。 正如

王向民教授所言， “‘历史政治学’ 学派几乎已经将整个中国政治学界卷入”①。 除了作为创建者的有

意识推动之外，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理论对于中国与西方政治现实极强的穿透力

与解释力，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历史政治学的学术生命力与学术韧性。
尽管历史政治学研究和历史政治学派发展还存在相应问题， 但就以上学派标志而言， 我们可以下

一个定论： 历史政治学派已然形成， 并具有了一个稳定的学术共同体， 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 那

么， 这里的问题就变为了 “历史政治学派何以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二、 历史政治学派何以促进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历史政治学派是中国政治学人追求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产物， 学派的成立又反过来有效地

促进了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其核心原因正是历史政治学派超越了学者个人式的学术创作，
而以 “学派之姿” 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强劲的学术势能。 所谓学术势能， 指的就

是学术研究产生的学术能量以及学术能量的有效扩散。 学术势能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有

着重要作用， 其不能仅仅依靠个人式的单打独斗， 更要注重以学术共同体或者学派性力量为基础的团

体学术的凝练与形塑， 这是 “学派” 学术的特点与优势。 整体而言， 历史政治学派所产生的学术势

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 学术代表群体的思想引领力与理论创造力。 如果说学派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标

志， 那么学术代表就是学派的标志。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学术研究革命性的开拓者， 能

够突破既有研究理论的桎梏， 以自身的思想引领学派建设发展方向， 以自身的理论创造能力建构学派

理论范式和知识体系。 没有理论大师或者学术代表的学派建设注定是平庸的。 可以说， 学术代表是学

派建设的最核心因素， 同时也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支撑。 学术代表某种程度上可以

破解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的中国学术研究中 “有专家缺大师”② 的局面。 也有学者指出： “政治学的学

科发展仍需要学术感知敏锐、 学术视域开阔、 有责任心、 有规划力、 重视人才培养、 具备毅力耐心的

学术领导者。”③ 虽然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命题上存有不同， 但历史政治学派几位学术代表的共同点都

是跳脱出了西方政治学理论范式框架， 注重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本身建构理论体系， 而且这种理论

体系虽然充满 “中国性” 属性， 但是这种分析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性价值。 也正是在几位学术

代表的理论范式建构与思想体系引领下， 历史政治学才能呈现出较强的思想引领力和理论创造力。 从

某种意义上说， 他们已经成了历史政治学的 “标志”， 正如人们提及经济学中的奥地利学派的时候自

然会联想到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ａｙｅｋ） 和路德维希·米塞斯 （ Ｌｕｄｗｉｇ Ｍｉｓｅｓ） 等人，
提及美国民主转型学派自然会联想起塞缪尔·亨廷顿 （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 和拉里·戴蒙德 （Ｌａｒｒ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 等人。

２． 学派建设之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力。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必然需要相

应的学术身份标识， 其中学派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学术身份标识。 正如人们一提及经济学中的奥地

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自然就联想起欧洲和美国经济学一样， 这实质上就是对欧洲和美国经济学的肯定

（中国经济学界的很多人甚至可以称为奥地利学派或芝加哥学派的 “信徒”）。 历史政治学已然成了中

３５

①

②

③

王向民： 《中国政治学的建制性概念及其知识地图》， 《学海》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习近平：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第 ２ 版。
杨洋： 《民国政治学是否发展出 “中国学派”： 以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为例》， 《学海》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国政治学研究的一个 “符号”， 该 “符号” 背后蕴含的不仅是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更多

还是对于中国政治建构本身的认同。 正如杨光斌教授指出， “历史政治学对于中国政治研究有着特殊

价值， 几乎是一种量身定制的概念”①。 就国内社会科学学术圈而言， “历史政治学” 一词蕴含的不仅

仅是一种研究方法， 更是一种身份性标识， 其蕴含的价值并非一种研究路径和研究理论， 甚至不是一

种学科性议程设置， 而是中国政治学自主身份的崛起与标识， 这一标识的背后所蕴含的对中国政治建

构与政治学的学术认同价值远超过作为一种方法和理论的历史政治学。 这种身份标识力就是学术自信

的体现。
３． 学派的代际传承能力。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绝非仅需要一代学者就能够完成的事业，

而是需要学派建设视域下的代际传承。 代际传承能够不断积累学派性研究成果， 尤其是积累代际学术

代表的思想与成果， 并且在此基础上能够不断深化主题研究、 拓宽研究视野， 最终使得学派性研究成

果能够不断巩固和发展， 而不是随着学者个人式研究的热情涨退而起伏， 不会出现 “左打一枪， 右

鸣一炮” 的局面。 如美国的民主转型学派， 至少经过了吉列尔莫·奥唐奈 （Ｇｕｉｌｌｅｒｍｏ Ｏ′Ｄｏｎｎｅｌｌ）、 胡

安·林茨 （Ｊｕａｎ Ｌｉｎｚ）、 塞缪尔·亨廷顿、 弗朗西斯·福山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Ｆｕｋｕｙａｍａ） 和拉里·戴蒙德等人

的代际传递与知识积累。 尽管美国民主转型学派的研究内容存在诸多知识偏见和理论谬误， 但是其在

代表美国政治科学身份与建构美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层面产生的学术效力非常强劲。 历史政治学当

下在第一代学术代表的基础上， 也逐渐衍生出新一代历史政治学学术代表， 尤其是青年研究群体， 在

此基础上呈现出一定的代际传承特征。② 并且， 在代际传承基础上出现了鲜明的研究主题和研究内容

的深化， 不仅如此， 这种代际传递或者说历史政治学的学术势能已经逐渐扩散到整个中国政治学研究

群体之内，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政治学群体， 走向中国整个社会科学范畴研究。 以历史政治学的

兴起为主要标志， 中国社会科学界出现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学术新取向——— “历史转向”。③ 正如姚

中秋教授指出， 历史政治学 “可能助推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之范式变革”④。 尽管还有很多路要走， 但

是历史政治学派所产生的代际传承能量在新中国学术史上是一种难得且可喜的情形。 郭忠华教授指

出， “中国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注定是长久的， 需要经历几代人的努力”⑤。 以 “学派之姿” 呈

现的历史政治学派的代际传承力无疑更能够有效地整合和发扬几代人的学术努力， “劲往一处使”，
更具有学术传承性与学术耐久性。

４． 学派思想的对话能力。 学术思想的建构要具有争鸣性， 要具有与当下主流理论范式交流、 质

证的能力， 也就是要具有与主流理论 “对话” 的能力， 这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内在要

求。 一味地建立在他人理论基础上的 “跟随性研究”， 除了做他人理论的注脚之外， 是难以获得自主

性知识体系建构与认同的， 也难以产生思想上的交流与学术上的碰撞。 简单来说， 我们要的是 “对
话”， 而不是 “听话”。 历史政治学的建立与历史政治学派的诞生就产生了可与西方理论和思想交流、
争鸣的对象和主体， 只有在思想交流与探讨争鸣中， 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才能确立，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

识体系建构才能从幕后走向前台， 才能从跟随性研究走向自主性研究、 创新性研究。 这种争鸣性鲜明

地体现在杨光斌教授提出的 “世界政治学” 学科概念之中， 其直接面对的就是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掩盖了其帝国主义性质， 而透过世界政治学则可以 “找回帝国主义理论”⑥， 能够

更为理性地揭示被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掩盖的 “血与火”， 由此也撕裂了包裹在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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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光斌： 《历史政治学视野下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研究》，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２０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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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诸多依附理论， 诸如民主外交、 民主和平论等， 与其对应的恰恰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 “和合

的天下观”①。 这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强有力的回应， 这种回应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一种理论

的应时性回应， 更核心的在于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世界政治学再次构建了一个学科性议程体系， 以一

个学科性基础架构的姿态实现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与理论范式超越， 其不仅仅具有本

体论属性， 更具有深刻的认识论、 方法论属性， 这就为国内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强有力的

学科性工具议程。
５． 学派理论范式的穿透力。 这是历史政治学及历史政治学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因素。 一个

学派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和稳定发展， 并能够产生持久的学术影响力， 就在于其理论范式的理论穿透

力。 西方政治理论体系之所以在中国遭遇 “滑铁卢”， 正是由于其所构建的理论分析范式已经不能够

再有效地解释中国现实。 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就是构建具有理论穿透力的政治理论范

式， 在此基础上， 才能获得自我身份认同。 这种穿透力的主要表现就是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辨识功能，
即对于当下政治概念的历史考察与价值还原， 这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无疑发挥着 “正
本清源” 的功能。 如杨光斌教授等人基于对 “政治” 这一基础性概念的考察指出， 西方 “政治” 是

源于其社会史上的对抗性资源竞争， 而中国 “政治” 则讲求民心政治， 是 “大一统—民心 （民

本） —致治” 的体现，② 中西方对于 “政治” 的理解存在重大差异， 这也导致两者在国家政制建构

与国家行为逻辑及行为选择上存在重大区别。 历史政治学把概念给予 “政治史” （而不是简单的 “学
术史”） 的考察， 无疑更能解开西方学术史外衣， 更能接近历史真相。 正如杨光斌教授指出， 基于政

治史的研究就是历史政治学的知识辨识功能。③

归根结底， 历史政治学派视域下的历史已经不仅仅是过去的事件， 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探寻与建构

的自主性政治学原理与政治学知识体系。 历史在历史政治学派眼界中已经具备了主体性、 自我性和本

体性。 历史不再仅仅作为资料而存在， 不再是政治分析的边缘性资源， 而是政治分析的主角。 历史走

入了政治分析的舞台中心， 是构建自身知识体系的理论渊源。 尽管历史政治学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

知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其开拓出一种方向性认知。 方向问题无疑是最根本的问题。 在这一

方向认知的基础上， 历史政治学派身上所迸发出来的学术能量必将作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的中坚力量。 方向性问题确定以后就是具体路径问题。 就当下来看， 历史政治学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

主知识体系的未来进路应当是学派内部的知识整合与理论体系建构， 从而使当下研究主题较为分散的

历史政治学凝合为一个中心点， 也就是使当下历史政治学由 “野蛮生长” 转向知识整合与体系建构。

三、 历史政治学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未来进路：
由 “野蛮生长” 到知识整合与体系建构

历史政治学派在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构建

过程还存在相应的问题。 其中最大的问题， 同时也是学派发展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历史政治学理论范

式的整合问题。 就当下而言， 历史政治学内部还缺乏一个共识性的、 规范性的核心理论研究范式标

识。 尽管历史政治学派的几位学术代表分别建构了具有原理论属性的研究范式， 但这种研究范式彼此

之间更多还是分散性的。 尽管历史政治学派学术代表之间存在相互的知识引证， 但是这种引证更多还

是一种一般性的知识介绍。 学术代表建构的原理论属性的研究范式尚欠缺一个系统有效的整合， 这也

使得历史政治学派内部欠缺一个核心理论支撑点， 从而使历史政治学派内部的研究稍显分散。 而且，

５５

①

②

③

杨光斌： 《中国 “天下观” 与西方 “国际观” ———兼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观》， 《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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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研究的分散性更是广泛地存在于其他以 “历史政治学” 为名展开的研究文献之中。 历史政治学

内部核心理论研究范式的缺乏 （或者说无法有效统一）， 直接导致当下众多冠以 “历史政治学” 之名

的研究文献， 更多还是从 “历史研究” 角度出发， 而不是从 “历史政治学研究” 角度出发， 更多是

“披着历史外衣的政治学研究”， 而不能称之为基于 “历史政治学” 的研究。 正如张树平教授指出，
并非所有冠名历史政治学的研究在本质上都属于历史政治学。① 当下历史政治学的发展需要知识体系

的整合以及核心理论范式的建构。
历史政治学知识整合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诸多建构性概念的系统性整合问题。 历史政治学在发展

进程中提出了诸多概念， 如干部制②、 领导性治理者③、 公家秩序④、 中心统合主义⑤等等。 这些概念

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显著标识， 也是构建历史政治学理论大厦的基石， 但是就目前而言， 这些概

念更多还是独立存在的， 类似于徐勇教授笔下的 “概念孤儿”⑥ 状态。 这就需要在理论建构层面对这

些彼此孤立的概念予以有效整合。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如果仅

仅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无法发展出一套完备性的知识体系……终将无法长久”⑦。 就概念整合的视角而

言， 可以参考美国民主转型学派的做法。 美国民主转型学派同样创造了诸多学术概念， 如权威韧性、
民主崩溃、 第三波民主化、 民主终结、 民主巩固等， 但这些概念并非独立分散的， 而是有机统合的，
它们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民主转型学派的核心理论范式与理论追求——— “民主化理论”。 民主转型学

派也正是以 “民主化理论” 为支撑来有效整合其概念谱系的。 尽管就概念实质而言， 其充斥着各种

西方自我中心主义的傲慢与偏见， 但至少就学科性建设与学理化发展而言， 民主转型学派的概念体系

更为系统与有机统一， 理论范式基础也更为深厚。 这是值得历史政治学派向西方学者同行学习的地方。
简而言之， 当下历史政治学的发展更多还是处于一种多方向性发展 （也可以称为无序发展） 下

的 “野蛮生长” 状态。 尽管其带来了研究内容的多元性和丰富性， 但是无法有效统合历史政治学研

究的概念体系、 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使得历史政治学的核心理论范式难以有效建构和确立。 这也导

致历史政治学在当下虽然名噪一时， 但从国内政治学学界内部而言， 人们留有更多印象的还是 “历
史政治学” 这一学科性议程 （名称）。 至于历史政治学的核心理论范式是什么， 历史政治学的终极价

值关怀是什么， 即便是历史政治学派内部也缺乏一定共识， 这尤其表现在历史政治学几位学术代表之

间。 他们更多是就 “历史政治学” 这一探寻中国政治学自主性的学科性建设议程达成共识， 但是其

研究某种程度上依旧处于 “自说自话” 的阶段， 彼此之间并没有深入系统的学理性关联。 这种研究

的碎片化与分散性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对历史政治学核心理论范式的深度挖掘与建构， 也削弱了历史

政治学设置议程 （学术想象力） 与提出理论命题的能力， 自然也就削弱了历史政治学派的学术势能，
从而使得当下历史政治学派缺乏一个核心的动力基础和目标指向。 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之所以更

多只是留下 “行为主义” 这个学科性命题， 而欠缺具有价值性、 启示性和恒久性的政治命题， 就是

因为其更多只是关注政治学研究方法的 “形式科学化”， 其内部并没有一种支撑性的核心理论范式。
因此， 为了避免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 “无意义” 的结局， 历史政治学派的下一步必然是在经历

历史政治学知识的 “野蛮生长” 之后， 谋求历史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整合与建构核心理论范式的支撑，
为历史政治学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王向民教授在回顾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的时候指出： “中国政治学研究， 已然站到一个临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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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像春蚕的蛹， 旧有形态褪去， 蝶影孕育待现。”① 探寻或者建构历史政治学的核心理论范式支撑

就成了历史政治学研究 “破茧成蝶” 的关键， 也是历史政治学派能否承担起有效建构中国政治学自

主知识体系任务的关键。 要想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避免碎片化或者分散化形态， 就一定要探

寻或者建构一个核心理论范式的支撑。 该范式理论要能够有效地统摄中国政治学研究的各个主题。 其

应当是聚焦的， 而不是分散的； 其应当是系统性的， 而不是部分性的； 其应当是整体性的， 而不是碎

片化的。 这实际上牵涉的就是中国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本体论基础。 因此， 能否有效统合历史政治学研

究的不同概念体系和理论范式体系， 实现历史政治学的 “大一统”， 是历史政治学在 “野蛮生长” 之

后发展的关键， 也考验历史政治学派学术建构能力， 尤其考验其在宏观学术发展背景下的学术透视力

和整合力。 这也是历史政治学派能否有效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以及构建的体系能否保持长

久性的关键所在。

四、 结语与启示： 以学派力量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绝非一人之功所能完成， 也绝非一时之力能够实现， 它需要几代中

国学者不断潜心研究， 以超强的学术毅力和学术定力对待这一伟大事业。 当下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中国政治学者不能没有自己的声音， 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存在， 更应当作

为一个参与者， 甚至是作为一个推动者而存在。 这已然不是学术， 而是历史， 是一份独属于中国政治

学与中国政治学者的 “历史荣耀”， 而要实现这一独属于中国政治学者的历史荣耀， 我们就一定要找

回学派的力量， 以 “学派之姿” 凝结具有共同志业之学者群体的智慧、 胆识、 天赋与成果。 这就需

要学派代表提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向与目标， 以学派传承肩负起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

体系建构的延续性与长久性。 学者个人式的学术努力尽管可能会有启示性成果， 但很难担当起中国政

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任， 就此而言， 历史政治学派之于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性

就不言而喻了。
同时也需要指出的是， 历史政治学派尽管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但是距离真正构建起中国政治

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能否肩负起这份重任， 也是对历史政治学派的考验， 考验

其学术代表的思想引领力与理论创造力， 考验其理论范式的穿透力和知识体系的整合力， 也考验其代

际传承能力等。 尽管我们很难对未来做出预期， 但是笔者对于历史政治学派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

体系有着充分的信心。 一方面正如陈明明教授所指出， 中国政治学发展必然要用历史来发展和检验理

论，② 从历史中研究中国政治是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 另一方面就在于中国在共产党

领导下的发展趋势不会改变， 中国现实政治的发展必定要得到， 也必定能得到中国政治学者的有效回

应。 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 建构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历史政治学派的学术使命， 也是其根本价

值和根本追求所在。 作为历史政治学研究者， 这份学术决心理应当仁不让。 姚中秋教授指出： “中国

在经济、 政治上已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 但在价值、 思想、 学术上却是小国， 很多学人仍自甘于

依附者位置。”③ 现在是时候改变这种现状了， 政治大国必然需要学术大国， 这是历史赋予当下中国

政治学者的历史使命， 也是中国政治学者逃不脱的历史宿命。

（责任编辑： 赵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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